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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中的话语与权力
冯凰

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，浙江杭州，311100；

摘要：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，话语既可以为权力所利用，也可以为权力所生产。权力贯穿于话语之

中，话语表达权力关系，二者相互融合、密不可分。福柯的微观权力说为我们解读鲁迅小说人物关系提供了一个

全新的视角。既然权力无处不在，那它势必可以通过具体的话语呈现出来，也可以通过话语得到巩固。在《呐喊》

《彷徨》中，大多数权力关系都是相对稳定的，但在某些情境下也会发生转换。鲁迅以个体写群体，以小说中的

具体人物象征着现实中的一类人，那么他们与周边人物的权力关系也就成为了现实的写照。

关键词：鲁迅；《呐喊》；《彷徨》；话语；权力

DOI:10.69979/3029-2735.24.10.046

1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观念

按照福柯的界定，话语是特定社会情境中，说话人

与受话人之间具体的言语行为，它不只是涉及内容的符

号，更关联起符号之外的复杂实践活动。话语与权力之

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，话语既可以为权力所利用，也可

以为权力所生产。权力贯穿于话语之中，话语表达权力

关系，二者相互融合、密不可分。汪民安在《权力》一

文中认为，福柯的权力不是本质主义概念，因而无法为

之下一个确切定义。他将权力理解为“多重力的关系”，

提出“权力存在于各处，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”
[1]
。

权力以语言的形式，创造了各种法则，也操纵着对象，

实现自身的目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福柯的“权力”概念

区别于传统的“权力”，它并非政治威权，或其他需要

反抗的自上而下的压力，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日常生活

之中，渗透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，是多样的、无中心

的微观权力。

也就是说，福柯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细部的权力运作，

它们往往暗藏在话语中，为我们所习焉不察。当我们将

放大镜对准话语，便能发现日常生活中大量细微的权力

关系，它们以潜在的、微观的形式存在，并最终通过话

语呈现出来。

本文尝试用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阐释鲁迅《呐喊》

《彷徨》中部分经典篇章，以此揭示人物对话背后潜藏

的权力关系，并联系鲁迅的创作意图进行考察。当然，

我们也可以把作者视作说话人，把整部小说集视为作家

的话语，当小说正式成为读者的阅读对象，读者与作者

之间就经由文本形成了某种话语实践。这种互动关系很

有意思，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，因

而把“话语”一词暂且限制在小说角色的具体言语行为

上。

2 细微的权力

福柯的微观权力说为我们解读鲁迅小说人物关系

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既然权力无处不在，那它势必

存在于社会各阶层，左右着人物说话的方式和原因。它

可以通过具体的话语呈现出来，也可以通过话语得到巩

固。

《祝福》一文中，重新回到鲁四老爷家帮工的祥林

嫂，因为寡妇的身份遭到主人嫌弃，在她照旧想要帮忙

摆放祭祀用品时，四婶慌忙出来制止她，说：“祥林嫂，

你放着罢！我来摆。”
[8]
四叔对祥林嫂更是反感，直言

祭祀用品不许祥林嫂插手，否则“不干不净，祖宗是不

吃的”
[8]
。这里能很明显看出主仆关系的不对等。首先，

主人可以挑剔仆人，反过来，祥林嫂作为仆人，只能默

默接受东家的拒绝。其次，从鲁四老爷的言论中可以看

出，祭祀用品对经手人还有礼教方面的要求，像祥林嫂

这样嫁了两次的女人是所谓败坏德行的，自然不能参与

祭祀活动。即便她知道自己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参与祭祀

活动，也无力反抗，她最大的反抗就是捐门槛以赎清罪

孽，重新获得东家的认可。所以，不允许祥林嫂放碗摆

筷的话语，不仅体现了主人对仆人的控制权力，也反映

了封建礼法对女性的规训、禁锢乃至毒害。当然，礼法

的制定与实施要靠具体的人，在文中为首的便是鲁四老

爷，其次是鲁四老爷家的一众人，最后是其他围观祥林

嫂悲剧的群众。从礼教规范的角度来看，祥林嫂毫无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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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人们嘲笑、消费她悲剧的同时也巩

固了封建礼教所带来的规训与惩罚权力。这样一来，祥

林嫂之死几乎就成了必然。

权力也可以通过“命名”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《狂

人日记》中，“我”说出了“吃人”的真相后，大哥冲

着门外的一伙人高声说道：“都出去！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[7]这里大哥的目的很明确，正如“我”在文中所指出

的，他是要“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”
[7]
。通过

“命名”，说话人为他人下了一个定义，建构起了一个

形象，为后续一系列行为打好基础，在文中即是指“吃

人”一举。疯子的话不可信，所以“我”对真相的揭露

也就彻底失效了，所以大哥向众人污蔑“我”是疯子的

行为，本质上是在合理化自己的“吃人”行径。包括佃

户把大家吃的那个人说成是“恶人”，采取的也是类似

手段，因为吃一个好人或许令人难以接受，而吃一个“恶

人”，听起来则像为民除害了。而大哥和佃户之所以能

够以“命名”的方式合理化自己的罪行，是因为他们处

于权力关系的上位。“我”难以反抗大哥，正如狼子村

那个被吃的“恶人”反抗不了佃户的意志，所以弱者的

反抗几乎是绝望的反抗。

《故乡》中闰土对“我”的称呼由二十多年前的“迅

哥儿”变成如今的“老爷”，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。

幼时的玩伴现在需要讲究客气和规矩，说明在分别的这

些年里，闰土早已深深地接受并认可了封建等级观念，

他话语中的谦恭，使“我”深刻意识到二人之间可悲的

隔膜，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无法消除了。

福柯的话语理论十分关心怎么说与为什么这么说

的问题，在他那里，话语是有力量的，人们在谈话中建

构起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认识。同样一种意思，换用另一

种表达，甚至仅变换一个字词，即可实现完全不同的效

果或功能。为了表现咸亨酒店中的众人对孔乙己的嘲讽

态度，鲁迅在人物对话上下足了功夫，譬如“你一定又

偷了人家的东西了！”“你当真认识字么？”“你怎的

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？”
[7]
看客们言辞中的鄙薄、轻

视、嘲笑尽现，而自诩读书人的孔乙己势必不认同他们

的看法。他也会反驳，但是与旁人的嘲笑相比，他的争

辩声显得弱小而无力。看客们用层出不穷的话语嘲笑孔

乙己，通过贬低他人满足自身的低级趣味，孔乙己在咸

亨酒店这个场域中几乎沦为所有人的笑柄，是社会身份

最尴尬因而最受歧视的一位。他的人格可以被肆意地践

踏，好意可以被无情地打翻，均源于他的弱势地位。

阿 Q也常常在权力关系中扮演弱者的角色。他就连

什么时候死，如何去死，都是由别人来决定。阿 Q临死

前，一个长衫人物要他签字画押，他说自己不识字，于

是对方表面上退让一步，说：“那么，便宜你，画一个

圆圈！”
[7]
本质上是在用话语操纵无知的阿 Q，使他不

明不白地走向了死亡。这里的长衫人物可以看成知识分

子的代表，他和阿 Q所代表的庸众构成了不对等的权力

关系，不识字的阿Q不仅没有话语权，连知情权也被剥

夺了。

阿 Q在未庄常常受到周围人的欺侮，然而他又是一

个自尊自大的人，有时不免要去羞辱别人来给自己找点

痛快。一日他挨了打，迎面走来了小尼姑，他便抽刀向

更弱者，将怒气和怨气通通撒在对方身上：“我不知道

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，原来就因为见了你！”
[7]
小尼

姑不予理睬，他继续凑上前去说：“秃儿！快回去，和

尚等着你……”
[7]
阿 Q用言语羞辱了小尼姑，并在此过

程中短暂地扮演了一回所谓的强者，因而分外得意。然

而强者欺凌弱者的行为永远没有尽头，今日的强者未必

永远是强者，弱者之外还有更弱的人，如果将优胜劣汰

的观念付诸于实践，就会产生如此人人互相伤害的局面。

《伤逝》作为涓生的手记，是他个人的内心独白，

并且在他写下这些文字时，子君已然离开人世，所以读

者对子君的认知完全由涓生一个人主导，子君的形象也

是通过涓生的话语建构起来的。从这个层面上说，在写

手记的一开始，涓生与死去的子君就构成非常不平等的

权力关系。第一，死去之人无法出来自我申辩，所以不

论涓生所做的陈述是否属实，子君都不能做出回应，只

能任凭对方勾勒。第二，《伤逝》通篇采用涓生视角，

因而势必以涓生的感受、判断、回忆为主，忽略了子君

一方的感受，其中很难说没有虚伪矫饰的成份。

由此可见，话语总是以利于说话者的面貌出现，是

权力的工具；话语反映了复杂的权力关系，是权力的结

果。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中的人物对话，充分展现了强者

的麻木冷酷与弱者的绝望可悲，他们均置身纷繁复杂的

权力关系中，这种权力关系是由社会结构、思想观念、

经济水平等各种原因造成的，鲁迅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

于人的精神。封建礼教对人精神的摧残，国民的麻木不

仁等，无形之中影响了权力的产生，并最终通过话语展

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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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权力的转换

以上例证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相对稳定的，比如酒客

们与孔乙己的关系、涓生和子君的夫妻关系、鲁四老爷

与祥林嫂的主仆关系等等，强与弱的对比都很鲜明，且

在小说中基本没有产生变化。事实上，在福柯那里，权

力是非常灵活的存在，它无时无刻不被生产出来，是流

动的、常新的。

《祝福》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祥林嫂向我询

问魂灵的有无。我们一般会认为像文中“我”这样的人

是启蒙者，而像祥林嫂这样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是被启蒙

的一方，所以更为普遍的情形是祥林嫂听不懂“我”的

话，而在文中，面对祥林嫂的三句问，“我已知道自己

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”
[8]
，这个时候权力关系就发生了

转换。祥林嫂的问，未必是想使我疑惑、窘迫，她可能

只是急于得到一个答案。而这一问，却令我陷入了沉思，

仿佛受到了拷问一般，局促而害怕起来。这一对话事实

上生成了新的权力关系，“我”作为祥林嫂口中那个识

字的出门人，在人生的终极问题面前，也是同样给不出

一个确切而肯定的回答的，这就显示出我力量的“小”

来。

这其实也是鲁迅在进行自我反思。包括下文中关于

“我”的一大段心理描写，正体现了启蒙者的怯懦，面

对弱者的提问，“我”在事后却想着如何为自己开脱，

倘若“我”的话使对方想不开而走向灭亡，岂不是要担

责？于是“我”总结道：“‘说不清’是一句极有用的

话……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，也是万不可省的。”[8]

这便是知识者的权力，只要有了“说不清”这三个字，

就不必承担什么实际责任了。鲁迅所反思的，首先是启

蒙者能力方面的局限性，其次便是道义上的局限性。而

所有这些，都是由祥林嫂的问话引起的。

类似的还有《一件小事》里的车夫。车夫主动扶起

老太太的义举使“我”非常惭愧，“我”重新审视自己，

认识到自身的卑琐。也就是说，车夫无意中拷问了我，

这也是一种权力。

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我”与大哥之间的对抗，也可视

作“我”与封建礼教对抗，结局自然是大哥一方取得胜

利，而“我”去到别处做了候补官员。狂人的日记中记

载了“我”试图说服旁人令其不再吃人的经过，态度不

可谓不恳切，然而无人在意自己是否吃了人，更谈何改

过自新。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听了“我”的话，最后

却说：“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[7]
吃人已经

成了寻常事，为众人所接受，却并不能摆在台面上说。

当狂人“说”出真相，希望旁人听了能够向善时，殊不

知已经触犯了社会的禁忌，而社会自有一套规训的话语，

使狂人慢慢服从，慢慢变成社会需要的样子。比如诊脉

的何先生会劝狂人不要乱想，二十左右的青年人话语之

间为吃人一事打掩护，狂人的言行最终被解读成是患了

迫害妄想症等，都可以看出狂人的话语在社会话语面前

多么无力，寡不敌众，实力悬殊，他反抗的彻底失败也

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。

鲁迅写狂人是看到了启蒙者的悲哀，写祥林嫂是为

农村底层传统妇女立像，写阿 Q则是将目光放置在贫农

身上，正所谓以个体写群体，小说中的具体人物象征的

是现实中的一类人，那么他们与周边人物的权力关系也

就成为了现实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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